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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肯定了劳动创造财富的观点，并指出在工业世界“一

切财富都成了工业的财富，成了劳动的财富，而工业是完成了的劳动”。①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进

一步澄清了劳动与财富的关系，指出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明确了在不同生产方式下财富的

创造途径存在差异。马克思的观点以强大的理论解释力超越了其所处历史阶段的认识局限，解释

了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财富的来源问题。从经济思想史上看，对财富问题的认识通常囿于特定历

史阶段的意识形态，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在这一方面表现尤为明显。

【内容摘要】　对财富问题的认识是反映各时代经济思想变革的核心线索。纵观中国几千年来的财富观

念发展史，以近代时期的财富观念变革最为深刻。这种变革打破了传统财富观念的支配

地位，融汇并生发出新的财富理念，由此奠定了开启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基石。近代中

国财富观念变革包括循序渐进的四个层次：财富观念摆脱了道德伦理束缚，认可个体财

富追求，突破财富来源于农业的认识局限，财富量化分析技术的运用开始普及。其中，

道德伦理色彩消退是近代财富观念变革的前提，认可个体财富追求、突破财富来源于农

业的认识局限是传统财富观念革新的具体表现，量化分析技术的运用是财富认识方法领

域的重要发展。近代中国财富观念的演进对于当今财富观的构建具有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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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中期以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述中的财富观点被国人广泛接受，并从理论上深刻影响

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与改革开放之后的宏观政策、人口政策与分配政策。但回溯历史不难发现，

至少在 19 世纪中期前，中国传统社会中形成的财富观念影响甚深。那么，由此产生的问题是，

这两种源自不同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财富观念是如何实现前后衔接的？对这个问题的探讨是贯通

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课题，而从时间脉络上厘清近代中国财富观念的

演进是回答这个问题的前提。

18 世纪末，以机器大工业生产为特征的工业革命由英国陆续扩展到世界其他地区。19 世纪

中叶，外商经办的机器大工业出现在中国。此后，以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制造局

为代表的民族工业相继诞生，推动着以农业为主的中国产业格局发生根本性转变。第二次鸦片战

争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在中国进一步扩张，中国不可避免地融入世界工商业发展的浪潮中，以

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如何通过变革生产方式实现国富民强是中国知识分子普遍关心的

问题。在此背景下，新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出现成为推动财富观念变革的现实元素。

具体来说，近代时期财富观念的转变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财富观念摆脱了道德伦理束

缚，认可个体财富追求，突破财富来源于农业的认识局限，财富量化分析技术的运用开始推广。

随着时代变革，这四个方面构成了层层递进的逻辑关联（见下图）。首先，道德伦理色彩消退

是近代财富观念发生转变的前提，这个转变在早期维新思想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其次，传统财

富观念约束的对象是社会中的个人，财富观念转变最早出现在少数人的思想意识之中，在某种

程度上，认可个体财富追求是对传统财富观念的“检讨”。再次，农业经济是传统财富观念赖

以存续的基础，当工商业能够创造财富的观点进入公共认知后，人们对财富的来源由单一的农

业范畴扩展到社会各生产部门。认可个体财富追求、突破财富来源于农业的认识局限是传统财

富观念实现革新的具体表现，为吸纳当时国际上日趋通行的财富认识方法奠定了基础。最后，

量化分析技术的运用是财富认识方法领域的重要发展，它不仅可以从学理上加深对财富问题的

理解，还能从实践上实现财富增长目标。

图　近代中国财富观念演进的逻辑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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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财富问题的认识是反映各时代经济思想变革的核心线索，近代中国财富观念演进是理解传

统经济思想向现代财富理念转型的关键。较之于既有成果，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 ：其一，将财富

观念演进置于近代历史变局下予以考察，揭示近代财富观念在传统经济思想转型及现代财富理念

形成中的变迁脉络 ；其二，基于古近代比较研究视野将近代中国财富观念变革凝练为四个方面，

并阐释了其中环环相扣的逻辑关联 ；其三，本文所指的财富观念不仅包括经济思想，还涵盖分析

方法，从而勾画了近代财富观念从“思想”到“方法”演进的整个链条。

财富观念的道德伦理色彩消退

中国传统财富观念具有较为鲜明的道德伦理色彩，主要体现在关于“义”“利”关系的辨析上。

中国传统财富观念的伦理特征一方面体现在财富获取方面，“中国经济思想探讨求富问题，往往

不是只从经济角度，而是把它同伦理道德方面的要求联系在一起，强调谋取物质利益的行为必须

受一定的伦理道德规范所制约。用传统经济思想习用的术语说，就是求富、求利必须受‘义’的

制约，必须合乎义，反对不义之富，不义之利。这种思想的理论形式就是义利关系论或义利之辨”。
②传统财富观念的道德伦理色彩还体现在财富的用度方面，这不仅涉及个人财富支出领域，在公

共行政制度设计与实际运作中也有充分呈现。对此，约瑟夫·熊彼特曾指出，“在中国我们确实发

现有一套处理当时农业、商业与财政问题的高度发展的公共行政制度。尚存的中国古典文献常论

及这些问题，主要是从伦理观点论述”。③

中国传统财富观念的道德伦理色彩主要源自于儒家经济思想。孔子在《论语·泰伯》中论

及国家追求财富问题时强调财富获取途径的正当性，“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 ；邦无道，富

且贵焉，耻也”。④在谈及包括财富在内的个人利益追求时，孔子在《论语·里仁》中则说，“君

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⑤即有道德的人讲求道义，无道德的人追求利益。《孟子·梁惠王

上》中直接将谈论“利”视为是非正当的，提倡“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⑥战国后期到西

汉初期，荀子、司马迁、桑弘羊等少数人的财富主张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道德伦理束缚。但

自西汉中期开始，经济思想又趋于保守，儒家思想取得主导地位，其他诸家的思想逐渐儒学

化，儒家关于“义”“利”关系的讨论最终在西汉中期的盐铁会议上经贤良文学阐述而形成 

“贵义贱利”论。“贵义贱利”“重本抑末”“黜奢崇俭”成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三大核心主张，

财富观念被赋予了浓重的道德伦理色彩。

宋代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浸润到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如何处理“义”“利”关系引起了思

想家的争论。朱熹称“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⑦反对基本生存利益之外的求利行为。围绕“义”“利”

问题的争论一直延续到清代，鲜有思想家能够完全摆脱道德伦理的束缚来考察财富问题。陈焕章

指出，不论从国家前途还是从经济学术发展角度看，宋儒理学家倡导的“义”“利”观念都是片面的。

“《系辞》者宋儒理学之所从出也，然取其性理之学，而遗其物质之学，于孔教既偏而不全，于中

国遂贫而且弱，此中国进化迟滞之大原因也。今且取《系辞》覆按之，而孔教之重理财，可以见

矣。《系辞》于‘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之后，即继以‘包牺氏之王天下’一章。是章也，

即中国古代生计史也，亦即以理财为历史之解释者也。”⑧

19 世纪末，一些热衷时务的士人在反思传统财富观念时提出，将“利”分为“私利”与“公 

利”，申明义与利未必全然对立，二者是可以相生相成的。薛福成认为，孔子、孟子等人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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讳言利，他们所言之利造成的负面行为，是针对仅仅追求私利的“聚敛之徒”而言的 ；实际上《大

学》《易》等都有大量篇幅论述财富与利益，“凡一言及利，不问其为公为私，概斥之为言利小人，

于是利国利民之术，废而不讲久矣”。⑨薛福成的观点与陈焕章的看法可以说如出一辙。陈炽则

直斥所谓“不言利者”是虚伪的，“吾虑天下之口不言利者，其好利有甚于人也，且别有罔利之方，

而举世所不及觉也”，“利”是基本生存权利的保障，“夫则利之有无，实系斯人之生命。虽有

神圣不能徒手而救饿夫”，品行高尚的人应该积极为社会谋福利，“古圣人盖日日言利以公诸天

下之人，而决不避言利之名，使天下有一夫稍失其利也”；“利而私之于一身，则小人之无忌惮

矣 ；利而公之于天下，则君子之中庸矣”。⑩严复批判国人不懂得自利有助于实现公共福利。“今

夫中国人与人相与之际，至难言矣。知损彼之为己利，而不知彼此之两无所损而共利焉，然后

为大利也。”⑪迨至 19 世纪末期，部分士人跳出了崇尚“不言利”的窠臼，实现了从意识形态到

学术思想上的反思，中国财富观念由此突破了道德伦理藩篱，开始朝着经济伦理或社会伦理方向

演进。

对个体财富的追求从抑制转向认可

按照财富关联主体的不同，中国传统财富观念大致可以概括为四类，即富国、足君、富民和

富家。其中，围绕富国、足君、富民的论述十分丰富，而关于富家话题的讨论在近代以前长期受

到抑制。因为在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较低的情况下，累积的社会财富总量有限，财富的获取途径

也不多，实现富家所采取的手段通常被视为“巧取豪夺”。

中国经济思想著述中，个体致富的方法论被称为治生之学。孔子并不排斥追求富贵的行为，

并且承认追富求贵是人性使然，但他强调相应手段的正当性。《论语·述而》中指出，“富而可

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者，从吾所好”。⑫荀子同样认为追求财富是人的基本

需求，人们不仅有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需求，还期望能够实现财富的积累，这是追求财富的动

因所在。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将追求经济利益视为人的天性，“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

俱欲者也”，⑬但获取财富的手段是有差异的，有本富、末富、奸富三类。他把种植、采猎、手工业、

商业作为衣食来源，赞赏通过从事这些行业追求财富。司马迁认识到不同行业的盈利性是有区别

的，“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提倡“以末致财，用本守之”，⑭最终实现“富国”“富家”

的目的。对于民众从事追求财富的经济活动，司马迁认为采取的政策应是“善者因之，其次利 

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⑮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中，司马迁的财富观念

是相对超前的。西汉中期，以“贵义贱利”“重本抑末”“黜奢崇俭”为代表的正统经济思想，使

得务农致富的观念愈发巩固。

贾思勰将治生之学分为个体经营理论的治生之道、经营谋略的治生之理和经营实践的治生

之策，将个体经营致富的途径分为务农和从仕两种，商业经营受到了贾思勰的排斥。汉代以前，

商业经营策略是治生之学主要构成内容，而贾思勰舍弃了商业经营思想，可以说其治生之学

本身就是地主经济意识形态中致富理念的一种具体呈现。宋元时期，商品经济发展刺激了商

业经营致富观念的恢复。以许衡为代表的理学家对商业经营致富予以肯定。明清时期财富观

念又转向保守，务农是致富正当途径的理念再度得到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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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前，局限于农业特别是以种植业投入—产出分析为代表的直观致富理念十分常见。近

代以后，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仅仅依靠农业生产，百姓基本的生活都难以维系，意欲实现国

富民强更是无从谈起。在此背景下，对个体致富途径的认识由农业向商业转型，具体表现为以下

四个方面。

一是肯定追求物质财富是人的天性，抨击无视商业活动是自欺欺人。西汉中期以后，由儒家

经典发展形成的道德伦理是规制人们处事行为的核心准则，其对财富观念的影响可谓根深蒂固。

19 世纪中后期，部分封建士人通过对儒家经典的再解读，认为追求财富原本就是儒家经典的应有

之义。龚自珍称“五经财之源也”，饮食问题是以“五经”为代表的儒家经典关注的首要内容。⑯

物质财富是个体生存的基本保障，追求财富本身具有正当性。何啟、胡礼垣认为，财富与个人生

活息息相关，追求财富是人性使然，也是人们生存的动力。“凡事而能使人心悦诚服竭力而前者，

惟财 ；凡物而能令人取诸怀中割爱与我者，亦惟财。”他们还指出，胜负、强弱皆受制于财力，

财富对于天下事物的变动来说具有决定性作用。“天下无所谓胜负也，无所谓强弱也，有其财虽

负亦胜，虽弱亦强……性善之外，则天下事事物物无不因财而动，因财而成者矣。”⑰直到清末，

农业一直是国民经济的主要生产部门，尽管商业活动长期受到压制，但商业活动对于日常生活的

重要性不容小觑。严复从实际生活出发，指出商业活动在现实中广泛且客观地存在 ：“神州九万

里之地，四百兆之民，此廓廓者徒土荒耳，是熙熙者徒人满耳。尚自谓吾为冠带之民，灵秀所钟，

孔孟之所教，礼义之所治，抑何其无愧而不知耻也。”⑱

二是认识到单纯仰赖农业生产难以致富，强调商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主导地位。鸦片战争之

后，中国被迫打开了封闭已久的门户，基于小农生产方式的传统经济在外来资本主义的侵蚀下逐

渐瓦解，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产生了一些具有启蒙思想并从

事商业经营的实业家。他们结合自身从事商业经营的经历，对商业在推动国民经济增长方面的作

用有更为清晰的认识。郑观应认为，“商以懋迁有无，平物价，济急需，有益于民，有利于国，

与士农工互相表里。士无商则格致之学不宏，农无商则种植之类不广，工无商则制造之物不能销，

是商贾具生财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纲领也，商之义大矣哉”。⑲一些知识分子还认为学习西方的重

心不应该是军事方面，而应该聚焦于经济领域，特别是通过发展对外贸易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甚

至像王韬那样主张“商为国本”。

三是将个体财富增长与富国联系起来，肯定二者之间存在相辅相成、同消共长的关系。近代

以前，在儒家信条的影响下，封建士人在探讨财富管理问题时一般会秉持先利民后利国的理念，

或将利国蕴含于利民之中。不过，他们认为的“利民”方式通常局限于农业有关的领域。鸦片战

争之后，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活动有相当了解的晚清士人所主张的“利民”举措与以往相比增添

了不少商业元素，因此在讨论个体财富增长和富国问题时也有了时代化发展。薛福成认识到，由

于商业活动的兴盛，各国经济联系日渐紧密，在此时代背景下，发展商业对每个国家都十分重要。

“数十年来，通商之局大开，地球万国不啻并为一家。而各国于振兴商务之道，无不精心研究。”

鉴于商业活动在融通国计民生中起到的作用不容小觑，薛福成认为应该允许个人通过商业手段实

现财富追求，当每个人获得私利之后，国家整体利益也将随之得到满足。“其纠合公司之法，意

在使人人各遂其私求，人人之私利既获，而通国之公利寓焉。”⑳

四是主张革除弊政，尊重个体财富追求，认可私人财富的社会价值。历史上，从事商业活动

因其易于逃避赋役而长期饱受诟病。对于这种看法，魏源认为，商业经营正因如此才能够摆脱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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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政治束缚，这充分说明商业经营“逐什一之利，转贩四方”比依靠土地收益“岁输租税、供徭役，

事事受制于官，一遇饥荒，束手待尽”更为稳妥。㉑在此，魏源基于收益风险的比较为个体从事

商业活动进行了辩护。严复认为，尊重个体财富追求是利民之政的基础，“是故富强者，不外利

民之政也，而必自民之能自利始”。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个体财富追求面临诸多壁垒，即使出台

了富国强兵的政策也终究难以奏效。“故其敝也，至于上下举不能自由，皆无以自利 ；而富强之政，

亦无以行于其中。强而行之，其究也，必至于自废。”㉒梁启超指出，保障富民财产权利在中国古

已有之。“《周礼》有保富之义，泰西尤视富人为国之元气。何以故？国有富人，彼必出其资本，

兴制造等事，以求大利。制造既兴，则举国贫民，皆可以仰糊口于工厂，地面地中之货，赖以尽出，

一国之货财，赖以流通，故君子重之。”㉓在梁启超看来，当时的欧洲诸国十分重视发挥富民在社

会经济领域中的建设性作用，富民为了追求经济利益投资设厂所提供的就业机会可以解决贫民的

基本生存问题，也能够促进资源开发，增进社会财富流通。

     

对财富来源的认识由农业拓展到社会各生产部门

在物质生产尚难以满足社会日常需求的历史阶段，财富的生产及界定具有很强的物质性。春

秋时期经济思想中所反映的财富范畴较为广泛，包括劳动产品及具有潜在生产价值的自然物。战

国后期，财富的范畴逐渐集中到农业产品与货币，并呈现出向农业产品聚焦的态势。先秦诸子之 

中，墨子对财富生产有深入的探讨。譬如，墨子指出可以通过“强从事”（即劳动者积极勤勉）、 

“众民”（即增加劳动人口）等途径增加财富。然而，限于当时的认知水平，墨子未能阐释如何通

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累积财富，其所关注的财富范畴主要是“耕稼树艺”“纺绩织纴”等维持日

常生活基本温饱问题的必需品。其中，保障基本生活所需的农产品是墨子最为重视的，《墨子· 

七患》中指出，“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为养也”“食者，国之宝也”。㉔后来，墨家学

说的主要视角转移到了逻辑学和认识论方面，限制了其财富学说的发展。孔子曾谈论过财富获取

与道德伦理之间的关系，却未对财富的获取途径进行阐述，也没有对当时社会条件下解放生产、

发展生产等问题进行分析。荀子有不少关于财富生产认识的观点，但主要局限于农业，“故田野

县鄙者，财之本也 ；垣窌仓廪者，财之末也”。㉕

秦汉早期，先秦时期的财富观念仍有影响，如将农产品视为财富，而货币并非财富。这与当

时推行的抑商政策有一定关系。西汉中期到隋唐后期，商业活动日渐频繁，商业在社会经济中的

作用越发被重视，代表商人阶级利益的主张开始兴起，在财富观念方面的表现是将货币多少视为

财富水平的标志，但很少有观点将商业视为致富的唯一途径。与单一财富来源的观点相较而言，

更为普遍的观点是将货币与劳动产品皆视为财富。也就是说，农业、手工业、商业都能够生产财富，

重视农业的同时不应该轻视商业。尽管如此，在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中国中古时期，财富来源

于农业仍是对财富观念的主流认识。

19 世纪中期，机器大工业生产在中国的出现打破了原有的以农业为主的国民经济结构，工业

化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潮流。工业化思想冲击了原有的农业生产思想，知识分子对社会

经济问题的分析也不再局限于农业生产领域，而是将农业作为社会生产部门之一，工业、商业等

社会经济部门开始进入他们的分析视野。此时，对可以带来经济利益的交易品的认识不仅涵盖了

原有的农产品，还扩展到矿产、机械设备、运输工具等。㉖在此历史背景下，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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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财富来源问题的认识出现了三方面变化。

其一，与农业生产相适应的思想意识形态——重农思想及财富来自于农业的理念从根本上受

到了质疑与批判。以陈炽为代表的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指出，通过农业生产难以增加国民财富，

实现国富民强。“夫中国旧制，崇本抑末，重农而轻商。今日厘税两宗，数与地丁相埒，京协各饷，

挹注所资，假使无商，何能有税？民力竭矣，国计随之必执。”㉗严复指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将

农业视为本业、工商业视为末业，仅仅是“中土之私论，非天下之公言”。在严复看来，古人的

“本”“末”之别是根据农业与工商业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的不同作用来说的，但“后人于本末有轩

轾之思，必贵本而贱末者，斯失之耳。物有本末，而后成体，而于生均不可废”。㉘重农思想在中

国近代仍然有一定的社会影响，且工艺水平即使较之于参与国际通商不久的日本也严重滞后，“维

时日本通商各国仅十余年，器物既精，占地复广，西人称其工艺必将远胜中华。盖工业商业之盛衰，

即以觇国势之强弱耳”。㉙

其二，认识到大机器生产是当时提高生产力的主要途径，惟有实现工业化才能改变国贫民穷

的面貌。陈炽认为，“天下穷民谋食之路，惟机器工作厂为最丰，亦惟机器工作厂为最易，使居

者制以为器，则外财可入而内患潜消矣”。㉚康有为在《请励工艺奖创新折》中直截了当地指出，

工业化是当时的世界潮流，应当“审古今之时变，知非讲明国是，移易民心，去愚尚智，弃守旧，

尚日新，定为工国，而讲求物质”。㉛薛福成认识到机器生产效率非人力所能及，“有机器，则人

力不能造者，机器能造之，十人、百人之力所仅能造者，一人之力能造之”，机器生产技术的滞

后导致中国商业衰歇、民生凋敝、国势陵替 ；而西方国家采用大机器生产，“皆能养贫民数千人，

或数万人”，为此他提倡“用机器殖财养民说”。㉜而具体到机器厂设置方面，容闳则建议，“中国

今日欲建设机器厂，必以先立普通基础为主，不宜专以供特别之应用”。㉝

其三，从社会化大生产的角度分析农业、商业、工业之间的互动关联，农业是国民经济的重

要组成部分，商业、工业与农业一样均能创造财富，并可以借助工业化提升农业生产水平。严复

在翻译《原富》时编撰的按语中指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基础性地位，“盖地为百产之宗，

使耕牧树畜者斥母治业而不得赢，则宇内之财只有此数，行且日微而尽，其他工商之业，乌得立

乎 ?”㉞但“农工商贾皆能开天地自然之利”。㉟洋务运动先驱张之洞指出，农业、工业、商业中任

何一个部门的滞后，都会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大抵农、工、商三事互相表里，互相钩贯。

农瘠则病工，工钝则病商，工、商聋瞽则病农。三者交病，不可为国矣。”㊱

对欧美经济学说有所了解的梁启超则突破了借助行业经济生产财富的传统认识，而是通过生

产投入要素阐释国民财富增长的途径。“生计家言财之所自出者有三 ：曰土地，曰资本，曰劳力，

三者相需而货乃成。”㊲此时的财富生产观念已经不是谋求简单的农业再生产，而是从诸多社会生

产部门着手筹划创造财富。

财富问题量化分析技术的运用日趋普及

不同历史时期对财富问题的分析手段，既受限于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又取决于社会发展的

需要。中国古人很早就采用具象的、量化的概念来阐述财富问题。“问国君之富，数地以对，山

泽之所出。问大夫之富，曰 ：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问士之富，以车数对。问庶人之富，数

畜以对。”㊳对财富问题的实质性量化分析材料最初来源于政府为获取财政收入而开展的人口调查。



思　　想   二 O 二三年  第十二期

123Dec.   2023

起初人口调查涵盖土地调查，后来土地调查从中独立出来。因为土地是农业社会的核心生产资料，

而土地与劳动力的结合是个人财富与公共财富的重要来源，即所谓“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

有财此有用”。㊴

近代以前，财富问题的量化分析主要围绕人口状况和土地分配议题展开，而这两个议题之所

以得到关注是因其与公共财富的获取，也就是财政收入问题直接相关。与其他古文明一样，中国

很早就开始了以通过了解财富分布来获取财政收入为目标的社会调查。《禹贡》记载了九州的自

然资源及物产分布情况，并按照地理区位差异设置各地的赋纳分配。与之相适应，社会调查在两

千余年前就有了制度化的呈现。按照《周礼》的记述，地官司徒负责掌握国土资源和教化民众事

宜。其中，了解辖区内自然资源分布、调控生产是大司徒的重要职责 ；而小司徒具体负责制订社

会调查样式，乡大夫对其辖区内的人口状况和财产占有情况进行登记 ；大司徒根据所收集到的资

料，结合区域、职业的差异确定居民向政府缴纳的贡赋。尽管如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典籍中

仍缺乏详实的数据记载。

始于战国的上计制度为中央掌握地方年收入情况提供了基本数据。秦汉至明清时期，上计

制度得到了持续改进和发展。在“上计”数据的基础上，唐宋至明清的中央财计人员先后编撰

了《元和国计簿》《庆历会计录》《万历会计录》《光绪会计录》等反映财政收支状况的报告书，

其中涉及的户口、田地、田赋数据被历代正史和官书所转录。为获取“上计”数据而建立的人

口调查制度也得到了相对规范的发展。土地与人口的核算一直为历代政府所关注，但遗憾的是，

这些调查数据在当时很少被用来量化分析财富问题，其准确性也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近代以后，

财富问题量化分析在分析技术、数据采集、数据运用等方面发生了新的变化，具体表现在以下

三方面。

其一是财富问题分析技术的指标化开始出现。19 世纪末期，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关注反映社

会经济总体状况的国势调查，“富力”“国富”“国民所得”等财富量化分析指标陆续被采纳，为

中国本土化国民财富核算制度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富力”是英文“wealth”的汉译词，一

个国家所有部门“富力”的总和即是“国富”。“国富”是国家资产负债表的雏形，是指经过统

计得到的国家财富总额。1899 年，《亚东时报》编译了美国《统计公册》刊载的美国“国富”数

值 ；同年，《知新报》译转了日本“国富”数值。20 世纪 20 年代，日本国势院、美国国务院估

算的多个年份的“国富”数值分别被翻译、整理、发表在中文刊物上，成为量化分析这些国家

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20 世纪 30 年代，《政治评论》《商务月刊》《实业杂志》等中文报刊

大量转载、介绍其他国家的“国富”数值，并呈现其账户设置，中国最早的“国富”统计项目

即模仿了国外学者设计的同类指标。综合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 40 年代“国富”的统计项目来看，

其核算门类包括土地、家屋仓库及其他建造物、货物商品、港湾河川、家产及美术品、家畜及

其他动物、金银货币及金银块、矿产、盐产、水产、船舰车辆、铁道电车、电报电话、各种公

司及银行事业、图书文籍、电气及其他等。 

由于统计体系尚未建立，20 世纪前期的“国富”数值一度是换算“国民所得”的基础数据。 

如，德国德雷斯登银行发布的 1926 年中国“国富”数值被巫宝三、方显廷、丁鹄、陈光照等人

换算为“国民所得”。“国民所得”的现代意义是国民收入，也就是一国普通居民在一定时期内提

供的生产要素所得的应计收入的净值总和，然而 20 世纪前叶“国民所得”的核算范畴一直存在

争议。为此，巫宝三、汪馥荪、邢慕寰等学者撰写专文与国内外学者交换意见。相对详尽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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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所得”估值是由英国学者科林·克拉克率先完成的，他根据人口就业情况将经济部门划分为

农业和非农业两类，这种分类方式在 20 世纪 40 年代被刘大中采纳。在后来的估算实践中，中国“国

民所得”的核算项目被划分为农业、矿冶业、制造业、营造业、运输交通业、商业、金融业、住宅、

自由职业、公共行政等。一些估算结果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不难发现，“国富”“国民所得”

指标数据由国民经济各部门数据汇总而成，其基础数据采集对象多元，远远超出了传统社会中人

口调查和土地整理所获取的数据范围。

其二是国民财富数据的采集主体除了政府机关以外，社会组织和个人也进行了相关数据的搜

集和估算，这些数据涉及不同地区、不同领域。20 世纪前期，高桥秀臣、德雷斯登银行、日本

内阁统计局等境外个人和机构发布的中国“国富”数值被陈友松、莱昂内尔·伊迪、罗伯特·多

恩等中外学者所引用。在长期缺乏本土估值的情况下，1933 年《申报年鉴》整理发表了中国“国 

富”数值。对“国民所得”进行估算的政府机关和社会组织有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央设

计局、国民经济研究所、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统计处等 ；对“国民所得”进行测算的学者包括刘 

大中、巫宝三、孙拯等，部分估值迄今受到学界关注。其他国民财富数据方面，全国性的不动产

调查主要由中央政府推动，如 1914 年为征收田赋北洋政府筹划的地籍整理、1941 年为实施田赋

征实国民政府推行的土地陈报等。社会组织和个人研究者搜集整理的数据通常是以货币衡量的具

体财富数额，如 1933 年《申报年鉴》发布的中国国民财富总额的估值，以及丁洪范对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人均财富分配水平的估计、陈振汉对战时中国人均年收入的估计、曹立瀛对战后中国国

民储蓄的估算、翁文灏关于战前中国资金盈余总额的计量等。

其三是得益于量化分析技术的发展，财富议题的研究视野由区域性、领域性问题扩展到国际

间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以及国民财富生产、流通、分配等诸多方面。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亚东

时报》《知新报》《银行周报》等报刊杂志陆续登载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同国家的国民财富数值，以

此揭示有关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并分析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随着各类国民财富数据的健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国民财富数据除了用于分析国民收入分配、所得税征缴、国民经济结构

变动等议题外，刘大中、方显廷、杨叔进、吴承明等学者分别利用相关数据探讨了国民经济建设

中的资金筹集等问题。陈友松通过国民财富和收入考察了中国教育财政资金问题，在经济学与教

育学交叉领域作出了开拓性研究。巫宝三运用“国民所得”数据分析了中国资本形成与消费支出

问题。中央设计局依据《中国农家经济》等材料修正了刘大中的估值，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中国战

后国民经济建设计划。

近代财富观念演进对当今财富观构建的启示

人类对财富问题的认识是在实际生活中形成，并由基本的经济诉求渗透到政治、思想、文化

等诸多层面，而如何实现财富增长及对财富来源的不同看法通常是区别不同时代、不同学派思想

的重要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说，对财富问题认识的演进不仅是反映千百年来经济思想更迭的核心

线索，也是体现时代变迁的重要因素。

财富思想作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被赋予了道德伦理色彩。直到 19 世

纪末，鲜有士大夫抛开道德伦理而专门论述经济问题。传统时代关于财富的讨论主要集中于探讨

分配领域的有关问题，从维持社会良性运转与发展层面看，道德伦理影响财富分配具有其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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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后，财富观念中的道德伦理色彩逐渐淡化，但并未完全消亡。陈炽在《续富国策》序言中 

指出，财富并非来自于流通或转移，而是来自于创造性生产，这种观点在传统经济思想中极为少

见。然而，陈氏一旦论及财富流通或分配领域的问题时，传统道德伦理便再度如影随形。在“利”

尚且不能宣之于口的现实情境之下，个人意欲实现财富增长时所面临的道德羁绊可想而知。即使

近代以后，传统财富观念至少在财富分配领域仍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

近代以前，物质生产主要依靠农业，农业天然地被视为财富的核心来源。中国古代重农主义

者认为只有农业是促进生产的，工商业是生产的阻碍，因此他们轻视商品经济，主张政府抑制工

商业的发展，由此形成的财富观通常将财富范畴局限于土地及其收益和贵金属等。近代以后，中

国传统的财富观发生了蜕变，人们不再将农业视为财富生产的关键途径，而是将发展工商业看作

更为重要的财富增长源泉。在近代百余年的时间里，中国试图推进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

由农业向工商业转型，其主要目的是以生产方式的变革实现国民财富的增长。在这一分析视野下，

农业问题的关注度有所下降，但农业依然是物质财富生产的基础部门。正因如此，近代以后，中

国传统经济思想中的重农思想还时常会被提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不论是社会财富还是个人财富都实现了前所

未有的增长。马克思主义经典著述中的财富观点在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中不断被赋予中国特色，传

统社会形成的财富观念历经时代变迁依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立足于当今时代背

景，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述中的财富观点与中国传统财富思想深度融合并发展为符合时代

要求的财富观念，是学界面临的重大课题。基于对近代中国财富观念演进的考察，我们认为现阶

段财富观的构建或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

其一，挖掘中国传统财富观念中的积极因素，发挥其道德约束作用。中国传统财富观念主

要是在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历史环境中形成的，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其构成内容之

中既有相对固定的历史传承部分，也在特定时期发生了转变。“中华文明自古就以开放包容闻名

于世，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㊵尽管当前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

了很大提高，但物质财富的增长未必能够直接催生出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财富观念。在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较传统时代面临更多的财富利益抉择，“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

道得之，不处也”。㊶传统财富观念中的有益因素对于如何合法、合理地获取财富具有一定的道

德规范价值。

其二，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述中的财富观点，端正财富生产观，形成积极投入财富创

造的社会氛围。物质财富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劳动不是财富的唯一源泉，但是财富的主要来源。

“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就是赚钱。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㊷生产资料私有、

对货币的追逐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财富观念的扭曲。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的目的是最大限度

地满足整个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社会主义生产的财富不仅具有物质属性，还有精神

属性，其生产目的也与资本主义生产目的有着本质区别。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不以个人需求为

唯一目的，劳动产出属于全社会，劳动者既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和拥有者，也是精神财富的享受者，

社会财富与个人财富在生产和分配上实现了统一。在这种制度情境下，应当允许并认可个人通过

正当手段追求财富增长，尊重各行各业通过诚实劳动取得报酬，对于创造社会财富的每一位劳动

者都应该给予肯定。

其三，不断提高财富生产水平，在保障生产积极性的基础上，做好国家层面的财富分配，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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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推进共同富裕的合理性及必要性。中国古代不乏寄希望于国家参与社会财富调节和分配的种种

畅想，但受制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治理能力，这些想法难以真正实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释放了生产力，却造成了社会财富占有上的巨大差异。这充分说明，财富的增长不一定能实现社

会的公平正义。与资本主义社会不同，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阶段，每一位社会

成员不仅可以参加社会财富生产，还能参加社会财富的分配和管理，社会生产力的增长足以保证

每个人的一切合理需求在更大程度上得到满足。㊸当前，中国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新发展阶

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一个更高层次的发展阶段，现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现阶段的根本任务仍然是集中力量发展社

会生产力。尽管 2021 年中国已经实现了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但实现共同富裕仍

然任重道远。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

纲要》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作为 2035 年远景目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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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ation of Research Revolving Temporality and Social Power: Deliberate with Professor Zhao Dingxin
Yuan Chao & Dong Zhenguang

Abstract: The exploration of temporality is fundamental to understanding historical changes. In this book 
The Confucian-Legalist State: A New Theory of Chinese History, Professor Zhao Dingxin applied a historical 
sociological approach to reconstruct the explan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historical time and 
power structure changes. He proposed a reshaping of China’s historical narrative through the political regime 
of the confucian-legalist state. Despite emphasizing the avoidance of temporal displacement, there are still 
debatable points in his treatment of temporality: (1) The misalignment in the application of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temporal dimensions and the resulting confusion; (2) The concept of “imperial confucianism” 
contains contradictions related to the unidirectional extension of time and the application of temporal 
dimensions; (3) The dominant social power structure has two dimensions that influence the temporal direction, 
yet the exploration of this structure itself is limited in the book, resulting in the neglect or misinterpretation of 
the impact of economic power dynamics on the structure of power relations.
Keywords: Confucian-Legalist State; social power; power structure; temporality; methodology

How to Rebuild the “Human” Scale in the Era of Involution: 30th Anniversary of the Humanistic Spirit 
Discussion and the Current State of Contemporary Thought

Chen Sihe & Wang Xiaoming & Zhang Hong & Zhang Pingjin & Chen Chang
Abstract: This year marks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the “Humanistic Spirit Discussion,” which was initiated 
by the humanities and had a wide-ranging impact in 1993. Afte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and historical 
examination, it still has its ideological value and can serve as a reference for responding to today’s issues. The 
School of Humanities at Tongji University hosted the “Re-launch: 30 Years of the Humanistic Spirit” lecture, 
inviting Chen Sihe and Wang Xiaoming, two participants of the initial discussion to deliver speeches, and 
Zhang Hong, Zhang Pingjin, and Chen Chang to participate in the dialogue.

The Civilization Logic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Wang Yiwei

Abstract: Chinese Modernization goes beyond the narrative of modern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s and 
western modernization, tracing back the three core narrative on “whose modernization-what modernization-
modernization for whom”. Chinese modernization aims to build a human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and 
creating new form of human advancement. Chinese modernization seeks independent civilization avoiding 
the path-dependent, mentality-dependent and system-dependent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Building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n modernization recalls us to edit human modernization history with the human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and build theoretical logic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Keywords: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modern civi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the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Thought Under Historical Changes: Centered on the Evolution of Wealth 
Concepts in Modern China
Miao Degang & Wei Zhong

Abstract: The perception of wealth issues is a core indicator reflec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thought 
in any era. Throughout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wealth concepts in China over the past several 
thousand years, the most profound changes occurred during the modern period. This change disrupted the 
traditional wealth concept’s dominant position, integrated and gave rise to new wealth ideas, and thereby laid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 for the start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wealth concepts 
in modern China involved four gradual levels: the wealth concept’s detachment from moral and ethical 
constraints, the recognition of individuals pursuing wealth, breakthroughs in the limitations of viewing wealth 
as originating from agriculture, and the widespread application of quantitative analysis techniques. Among 
them, the fading of moral and ethical influence was the premise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wealth 
concepts. The recognition of individuals pursuing wealth and breaking through the limitations of viewing 
wealth as originating from agriculture were concrete manifestations of updating traditional wealth concep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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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quantitative analysis techniques represented an important development in the field of 
wealth perception methods. The evolution of wealth concepts in modern China provides important insights for 
constructing current wealth concepts.
Keywords: modern wealth concepts; ethical influence; sources of wealth; quantitative analysis;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Multi-Dimensional Criticism of Algorithmic Ethics and Its Spatial Turn
Xu Yanmin

Abstract: Algorithmic ethics, an unavoidable aspect of the current digital society, receives varying degrees of focus 
from different critical theories. Among them, “technology criticism” is a framework rooted in the ontological study 
of algorithmic technology, “capital criticism” emphasizes the critique of algorithmic capital at the levels of power 
and institutions, and “cultural criticism” emphasizes the critique of algorithmic value systems. The integration and 
deepening of algorithmic ethics criticism requires a spatial turn, which is an inevitable trend. By transcending and 
integrating traditional critical theories, we can break free from the linear constraints of technical logic, capital logic, 
and cultural logic. This will facilitate the overall coupling and interaction of algorithmic social spaces. Furthermore, 
by outlining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algorithm space ontology, spatial dialectics, and spatial justice, we can 
contribute to the ethical and ecological infrastructure of algorithm spaces.
Keywords: algorithmic ethics;  algorithm space; algorithmic justice;  spatial algorithmization

“Bogus Foreign Devil”  “Traitor in Foreign Pay”   “Baldhead! Ass”: “Bogus Foreign Devil” in “The True 
Story of Ah Q”

Zhang Quanzhi & Kim Jihyun
Abstract: Ah Q gives Mr. Qian three titles: one is “Bogus Foreign Devil”, a gag; one is “Traitor in Foreign 
Pay”, a crime; and one is “Baldhead! Ass”, a curse. But historically, researchers only pay attention to the 
first title, the last two brush off or avoid talking about. In fact, the second title has rich connotations. It is a 
collective imaginary formed in the folklor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raitor” discourse, anti-foreigner movement 
and Boxer Rebellion at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it is also related to the position and attitude of Ah Q 
himself.  Calling Mr. Qian a “Traitor in Foreign Pay” in no way implies that Ah Q has a patriotic heart. His 
insults to Mr. Qian are nothing but empty references, a rehashed phrase that is far from the meaning of the 
sentence itself. forms an ironic ideographic system.
Keywords: Lu Xun; Ah Q; “bogus foreign devil”; “traitor in foreign pay”

“Misinterpretation” from “Modern China”: Lu Xun’s View of Mencius
Yuan Shaochong

Abstract: Lu Xun discusses Mencius in many ways, but there is almost no systematic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in the academic world, this gap needs to be filled. On the one hand, the 98 entries in Lu Xun’s 
Collected Works concerning Mencius should be read carefully and sorted out at the level of canonical texts. 
For example, Lu Xun’s criticism of certain ideas of Mencius, the phenomenon of “misinterpretation” and 
the reasons for it, Lu Xun’s criticism of the “saints’ disciples” and their “influence on Mencius”, Lu Xun’s 
criticism of social life and human phenomena through the words of Mencius, and Lu Xun’s portrayal, satire 
and revelation of social life and personnel phenomena, as well as Lu Xun’s recognition and praise of Mencius.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necessary to synthesize the sub-compositions and combine them with Lu Xun’s general 
discussion of Confucius and Mencius and Confucianism elsewhere in order to comprehensively summarize Lu 
Xun’s view of Mencius. In short, Lu Xun’s criticism of Mencius is mostly at the doctrinal level and viewpoint 
level, but the inner logic of the two is mostly consistent and compatible, united in the Chinese humanistic spirit 
of robustness and unyieldingness, and the cultural logic and spiritual principle of advancing with the times. 
Lu Xun’s criticism of Mencius and even Confucius and Confucianism can be regarded as the self-renewal and 
self-criticism of Chinese humanistic spirit at the moment of drastic transformation of the social form and the 
breakthrough of the Chinese humanistic spirit.
Keywords: Lu Xun; Mencius; criticism; misinterpretation


